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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長久以來，對於所謂「移民理論」的建構是屬於經濟、人口、

及社會學者的研究範圍。這些學者所欲回答的問題主要包括「移民

現象為何會發生」、「人們為什麼選擇移民」、「如何解釋移民流

量的起伏」等；而其所提出之解釋也很自然地限於人口、經濟、社

會的解釋。當政治學者開始注意到移民議題時，移民現象的政治層

面自然成為其所關注之焦點；於是除了人口、經濟學者所努力解答

的問題之外，政治學者亦企圖回答「移民政策對於移民現象是否有

決定性的影響」、「移民政策如何影響移民流量」、「移民政策是

哪些因素交互作用之產物」等問題。本文對於政治學中移民研究之

發展、轉折、脈絡，以及不同理論發展之背景、邏輯做一連貫之描

述與分析，並在移民研究領域晚近「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聲

浪背景中探討政治學者截至目前為止在移民議題上所累積之貢獻。 

關鍵字： 移民理論、政治學、跨國移民、理論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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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根據聯合國 2003 年的統計，全球六十億人口中有一億七

千五百萬人是移民，幾乎每一百人當中就有三人是移民（UN    

population division 2003）。在台灣，外籍移工人數依官方統計

數據約三十萬人（勞委會 2005），但學者對全體外籍移工（包

括合法非法）的推估卻已超過六十萬人，是官方統計資料中合

法外來移工人數的兩倍（藍科正 2004）。在未來外籍移工在台

服務年限制度取消後（聯合報 2005），暫時性的「移工」將更

近似永久性的「移民」。同時民國八十七年至九十二年五年之

間，大陸配偶首次申請來台人數合計約十四萬人（內政部警政

署入出境管理局 2005）。而自台灣赴大陸投資、居住的所謂「臺

胞」，一般估計人數亦超過百萬。此外根據美國、加拿大以及

澳洲對新移民進入人口之統計，1996 至 2000 年由台灣移民這

些國家的人數超過十萬人（僑委會 2005）。因此除了全球人口

持續的流動、全球化、以及移民議題之「安全化」致使跨國移

民持續受到學者的關注之外，在台灣，隨著外來移工的開放、

外籍配偶人數的增加、台商赴大陸投資的成長、以及向他國移

民人數的持續增長，「移民」議題在國內學術所受到的重視亦

逐漸增加。 

移民議題因牽涉經濟、政治、社會、歷史、人口學、地理、

統計、人類學、性別研究、國際關係等領域，因此移民研究始

終明確具有跨學科的特性。1 故而移民研究的特點之一是，針

                                                 
1 政治學與社會學之研究範圍顯然有一定程度的重疊，但與社會學相較，政

治學者研究之對象乃以「政府」以及「決策者」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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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移民議題所出版之專書同時含括上述數種學科之學者的研

究成果可說是一種常態。2 政治學事實上在移民研究中是個

「後輩」。 

傳統的移民研究主要企圖解釋的是移民現象與移民流

量，並且普遍傾向從移民的「動機」來瞭解移民現象與流量。

政治學者雖然同樣企圖瞭解移民的現象與流量，但其與前者最

大不同在於其對「移民政策」的重視。由於認為移民政策對移

民流量有極重要的影響，因此移民政策亦成為了政治學者在研

究移民議題時所欲解釋的對象。3 本文在簡單介紹傳統移民研

究對移民現象及流量起伏所提出之解釋—包括推拉效應、新古

典經濟學、新移民經濟學、勞動市場分隔理論、社會資本理論、

效果累積理論—後，將文章焦點放在政治學者如何理解移民現

象及移民政策，並分別針對移民政策的理論—包括建國史/國家

認同論、權利/規範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利益導向/社會中心

的移民政策理論、以及重國家角色之移民政策理論—加以討

論。文章結論指出，欲瞭解移民現象，政治及政策面的分析是

不可或缺的。同時政治學者之移民理論建構的軌跡與政治學門

中行為者中心的理性抉擇途徑與規範/制度中心的制度主義途

徑之對話循的其實是同樣的脈絡。 

                                                 
2 如 Brettel & Holliefield 2000; Brochmann & Hammar 1999; Cohen 1996; 
Massey et al. 1998; Cornelius et al. 1994; Guiraudon and Joppke 2001; 
Hirschman et al. 1999; Massey and Taylor 2004; McNeill and Adams 1978。 

3 Thommas Hammar 以“immigration policy”及“immigrant policy”來區分移民

進入之管制政策以及移民進入後之融合政策（Hammar 1985, 7-9）。本文之「移

民政策」主要指的是前者；即移民進入之管制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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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傳統移民理論： 
以「移民現象/流量」為解釋對象 

 對於所謂「移民理論」的建構，長久以來是屬於經濟以及

人口學者的研究範圍。這些學者所欲回答的問題是「移民現象

為何會發生」、「人們為什麼選擇移民」、「如何解釋移民流量的

起伏」等。4 對於接觸過移民研究的學者來說，最耳熟能詳的

所謂移民理論可能就是「推拉效應」（push-pull effect）。Brinley 

Thomas 研究十九世紀跨大西洋的移民現象，指出移民流量反

映的其實是移民輸出國國內「推」力與移民接收國國內「拉」

力兩方面作用力相平衡的結果。推力與拉力形成的主因是經濟

景氣的循環；當一國景氣低迷時，對於勞工的低需求自然形成

一種推力。同樣的，當一國經濟循環處於景氣階段時，對於勞

工的強烈需求即形成一種拉力（Thomas 1973）。推拉效應雖是

一有用的概念、暗喻，但並非一深入細緻的理論。特別是在後

工業時代，推拉效應所描述的那種移民供給與移民需求能夠自

動調節而達平衡效果的現象早已不復存在。雖然輸出國的推力

依舊存在，但是在接收國，抗拒力逐漸取代了昔日的拉力。決

定移民現象與流量的不再是推與拉的平衡，而是諸多複雜—包

括非經濟—因素互動的結果（Martin 1993, 4; Massey et al. 1998, 

12-14）。以下所要介紹的傳統的移民理論可說皆有推拉效應的

影子、或可視為其延伸，唯這些理論雖不如推拉效應涵蓋之廣

泛，但皆較之深入地解析移民形成的原因，也因而較具理論的

雛形。 

                                                 
4 關於這些移民理論，Massey 等學者提供了詳盡的分析介紹。請參閱 Massey 
et al. 1993; 1998; Massey 1999a; 1999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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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古典經濟學（Neoclassical Economics）的移民理論是與

推拉效應概念最為相近的移民理論。從新古典經濟學的角度看

移民問題，移民現象與流量可以用不同地區不同的勞動供給與

需求來解釋。在宏觀層次上，就如同在獲利最大化的考慮下資

金會由資金充裕的國家流向資金短缺的國家，跨國移民的發生

同樣是由於勞工供給及需求的差異所造成的。勞工供給充裕、

工資水準低的國家在勞工前往資金供給充裕之國家追求較高

工資的情況下，自然成為移民的輸出國。從微觀的層次看，勞

工作為理性行為者，移居他國的決定必然是建立在成本獲利的

計算分析之上。當人口的流動導致移民輸出國工資升高、移民

接收國工資降低而致兩地工資水準接近時，工資浮動以及人口

流動的平衡點將停留在剛好反映了移民成本之水準（Borjas   

1989; Massey 1999a, 35-36; Todaro and Maruszko 1987）。     

Borjas 以美國 1965 年移民法修訂之前與之後所進入移民之薪

資水準作比較，說明一旦移民配額不再是以種族背景接近美國

的西歐國家為主要對象，而是開放亞洲與拉丁美洲國家勞工進

入時，薪資水準差異與美國相比呈現更顯著對比的亞洲與拉丁

美洲國家立刻取代了西歐國家，形成進入美國之勞工移民來源

的極大部份（表一）。移民以薪資水準為基礎之經濟動機因此

能夠解釋移民流量及組成（Borjas 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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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一：美國合法移民來源1931-1990 

 1931-40 1941-50 1951-60 1961-70 1971-80 1981-90 

移民人數(千) 

總額 528.4 1035.0 2515.5 3321.7 4493.3 7338.1 

歐洲 347.6 621.1 1325.7 1123.5 800.4 761.6 

亞洲 16.6 37.0 153.2 427.6 1588.2 2738.2 

美洲 160.0 354.8 996.9 1716.4 1982.7 3615.2 

非洲 1.8 7.4 14.1 29.0 80.8 176.9 

大洋洲 2.5 14.6 13.0 25.1 41.2 45.2 

百分比 

歐洲 65.8 60.0 52.7 33.8 17.8 10.4 

亞洲 3.1 3.6 6.1 12.9 35.3 37.3 

美洲 30.3 34.3 39.6 51.7 44.1 49.3 

非洲 .3 .7 .6 .9 1.8 2.4 

大洋洲 .5 1.4 .5 .8 .9 .6 

資料來源：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Immigration and Naturalization Service 
（1993, 27-28）。 

 對於古典經濟學在微觀層次以「個人」的利益計算及動機

作為行為者決定移民他國與否的因素，持所謂「新移民經濟學」

（The New Economics of Migration）觀點的學者提出了他們的

質疑。所謂的「新移民經濟學」強調，決定移居他國與否的「單

位」並非個人，而是家庭或家族。移民與否的考量並非單獨建

立在個人經濟來源的最大化之上，而必須同時考慮分散風險的

問題。當決策的單位由個人擴大為家庭或家族時，家庭/家族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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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夠讓不同的家庭/家族成員投身不同地區、國家的勞動市場，

並將賺取的薪資匯回家鄉。這樣的安排使得家庭/家族在提昇經

濟來源的同時，一旦移居國經濟情況惡化，仍能以本國經濟來

源來支撐家庭經濟；而反之亦然（Stark and Bloom 1985;      

Stark and Lucas 1988; Taylor 1986）。Stark 與 Lucas 以 1978-79

年波茨瓦納之移民及薪資回流為例，指出家族親人會共同在經

濟上做些犧牲，集中資源以供家族主要成員之下一代移民以接

受較完善的教育。從統計上看，家族對下一代的投資與下一代

自移居地匯回家鄉的資金呈現正相關。尤其從風險迴避的角度

來看，當以農耕為主要經濟來源的家鄉遭受天然災害（如久旱）

之威脅時，移民自外地匯回的資金便明顯上升。移民行為因此

並非「個人」動機及利益計算之結果，而必須在相當程度上被

視為是家族共同決定之結果（Stark and Lucas 1988）。 

 相對於新移民經濟學將著眼點放在輸出國行為者的計

算，「勞動市場分隔理論」（Segmented Labor Market Theory）

以現代工業社會對於外來勞工之結構性需求作為解釋移民現

象的主因。根據 Piore 的觀察，工業發達社會的勞工結構普遍

呈現二元化現象，而呈現二元化現象的主因在於「勞工」與「資

金」性質之差異（Piore 1979）。「勞工」與「資金」之最大差

異在於前者在過剩、閑置的情況下可以隨時透過裁員減量，後

者在閑置時卻不能隨時棄置。換言之，閑置勞工的成本由勞工

承擔，而閑置資金的成本則由僱主承擔。因此僱主為最有效運

用資金，其所僱用之人員在無形中即分為兩大階層：無論景氣

情況或季節循環狀態如何都必須繼續僱用的員工即成為薪資

高、福利佳之長期、穩定之核心人員；會隨時隨著季節性景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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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環狀況而決定任用與否的勞工即成了短期、季節性、福利

差、不穩定的低階勞工。換言之，由於低階勞工為所有生產原

素中最能被「靈活運用」的細項，於是勞工結構的二元化便自

然而然地形成了。勞工二元化的現象在結合了職業階級以及社

會地位的因素後，便會導致僱主對外來移工結構性的需求。所

謂的職業階級以及社會地位因素指的主要是，薪資高低所反映

的不僅只是勞工的供需情形，同時亦反映了社會地位。而薪資

反映社會地位的事實則會進一步導致結構性的薪資膨脹問

題。所謂結構性的薪資膨脹問題是指，當僱主為吸引基層勞工

而提高基層勞工之薪資水準時，即使中、上層人員供給無虞，

但在維持社會地位層距的壓力下，僱主亦將同時面臨中上層人

員調薪的壓力。因此對於僱主而言，僱用廉價外來移工的成本

遠遠低於藉提高薪資水準來吸引本地基層勞工所需付出的代

價。從外來移工的角度來看社會地位的問題，由於外來移工所

在意的是其在家鄉社會中的地位，因此其並不自視為接收國社

會階級中底層的成員；相反的，在異鄉賺取較高工資，並且能

夠將部份工資匯回國內，往往能導致移工在家鄉社會地位的提

昇。這與接收國僱主的需要正好契合（Massey 1999a, 37; Piore 

1979）。 

 雖然新移民經濟學已將移民動機的分析單位由個人提昇

到家庭 /家族，但是其邏輯仍然純粹從經濟的觀點出發。      

Charles Tilly 從社會資源的角度觀察移民現象，而以「連鎖移

民」（chain migration）來形容移民帶動更多移民的現象。先到

的移民在接收國安頓之後，由於能夠提供後到的移民極大的精

神以及資訊上的幫助，省卻新移民摸索犯錯的精力及代價，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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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無形中提昇家鄉親友移民同一國家之可能，甚至導致整個家

族或鄰里在接收國重新安居生根（Tilly 1978, 53）。這類連鎖移

民在到達接收國後仍然傾向集聚在同一地區，因此會有「中國

城」、「小義大利」、「德國鎮」的出現。Bourdieu 利用經濟學家

Glenn Loury 所發展出來的社會資本概念，更清楚地描繪了導

致連鎖移民發生的機制。Loury 的社會資本概念指的是親人、

家族、社群在年輕人進入社會時所提供的無形的資源（Loury 

1977）。社會資本的概念用在移民現象中即能解釋連鎖移民的

發生：由於社會資本的存在，使得每一個新移民的移民行為皆

可能增加其原本社會網絡中之親朋好友移民的可能性；換言

之，隨著移民人數的增加，社會資本之於移民現象的相關性亦

會持續增加（Massey 1999a, 44）。移民社會網絡中之血緣、宗

親、友誼等人際關係將接收國以及家鄉之舊移民、新移民、潛

在移民以及非移民都串連起來。這些移民社會網絡的成長大幅

度減低了新移民移居他鄉的成本。因社會網絡而存在的社會資

本最大的特色即在其可轉換性。對於移民來說，社會網絡致使

他們能夠克服困難移居他鄉、致使他們能夠賺取較高薪資。而

高收入又進一步使得移民在社會網絡的結構中地位更為穩

定，甚或更上層樓（Bourdieu 1986）。 

 隨著移民代價的降低、移民人數的增加，移民或者親移民

之社團組織亦會逐漸出現、成長，而更進一步鞏固擴大移民社

會網絡。這些團體為移民提供從短期收容到法律咨詢、甚至到

指導如何規避移民執法人員的協助（Christiansen 1996）。唯移

民網絡的蔓延卻並不止於這些合法、非營利性質的親移民團

體。以移民為營利對象的組織團體同樣隨著移民之增加應運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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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部份集團甚至掌握了移民一心想進入接收國，而接收國之

緊縮政策又迫使大量移民必須轉以非法方式進入的弱點，以協

助移民之名進行剝削移民之實。從假護照的販賣到工作仲介、

到交通工具的安排，這些團體因為其對移民所提供之廣泛的服

務，而與移民關係密不可分，因此亦成立移民社會網絡的一部

份（Prothero 1990）。 

 社會資本的移民理論所觀察到的「移民促進更多移民」之

現象其實只是移民之種種累積效果的一個面向而已；跨國移民

本身導致更多移民行為發生的現象往往是多重效果累積的結

果。除上述社會資本的擴大效果之外，在異鄉工作之移民所匯

回家鄉的薪資也可能因為攢足移民所需費用而提昇其餘家庭

成員移民的可能。雖然推拉效應以及新古典經濟學之移民理論

會導致「跨國人口外移最可能在最貧窮的地區發生」的結論，

但是實證資料卻顯示，跨國人口外移並不常發生在最偏遠貧窮

的地區，而常發生在經濟開始起飛、國內經濟開始與全球市場

接軌的國家。換言之，輸出或潛在輸出國的經濟開發非但不能

減緩人口的外移，反而會提昇跨國人口外移現象的發生；而先

移出之移民所匯回的薪資亦是促成人口進一步外移的原因之

一（Massey 1999a, 45, 48）。 

參、移民現象的政治層面 

 上述這些從經濟、人口、社會學角度切入的移民理論並不

互斥，主要的原因在於這些理論著重的是不同層次（例如個

人、家庭、網絡、總體經濟）的解釋因素，因而採用了不同層

次的理論來解釋移民現象（Massey 1999a, 47）。然而即使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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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理論能夠綜合上述所有理論，其仍將只涵蓋了移民發生的

必要條件，而忽略了移民現象發生的充份條件（Cornelius et al. 

1994, 8; Massey 1999b）。上述這些理論的共同點即其皆未將國

家的角色或政治與政策的因素列入應考慮的變數之中。 

 Aristide Zolberg 早在 1978 年就曾指出，只從經濟或人口

的結構或移民的動機來瞭解移民現象事實上十分的片面。經

濟、人口結構或移民動機等因素能夠解釋移民現象的前提乃是

移民的行為不受到任何來自移出國或移入國政府的限制，但在

現實世界中，對跨國人口移動毫不設限的情況只在少數國家短

暫存在過。因此雖然經濟或人口結構及移民動機能夠有效解釋

一國「境內」的移民現象，在「跨國」移民方面，移入國與移

出國政府之國家利益才是解釋跨國移民現象的主要因素。就國

內移民而言，移民與否的決定權是在移民者本身；但就跨國移

民而言，移民與否的實質決定者實際上是制定移民政策的政

府—特別是接收國的政府。換言之，國家的偏好比個人之偏好

對於移民現象的發生更具決定性之影響（Martin 1993; Massey 

1999b; Zolberg 1978; 1999）。最為直接的實證資料包括美國一

次大戰後的移民流量與來源。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由歐洲移入美

國的移民人數急劇上升（圖一）。對移民人數持續上升的預期

以及美國國內高漲的民族主義導致了移民政策的緊縮。1921

年修訂之移民法將移民進入之上限訂為 356,000。從圖一可以

看出，在 1921 緊縮的新移民法實施後，歐洲移民進入美國之

人數立即明顯下降。其後移民人數逐年緩慢成長，直到 1924

年國會再次將移民法調整得更為嚴苛，將移民上限訂為

150,000；此時移民人數再次明顯下降，反映出「政策」對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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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影響（Zolberg 1999）。 

圖一：自歐洲移民美國人數1919-1925 

 
 
 
 
 
 

 
 

 
資料來源：作者自行整理。參考資料：Zolberg（1999）。 

事實上，由於跨國移民的行為本身牽涉到移民離開一個國

家的管轄區（jurisdiction）而進入另一個國家的管轄區，甚至

最終從一個政治體的「會員」轉換為另一個政治體的「會員」，

因此跨國移民本身就必然是政治的（Zolberg 1999）。然而長久

以來，政策和政府的因素卻幾乎完全為移民學者所忽略。主流

的、非政治學出身的移民學者普遍不重視移民問題的政治面；

而政治學者中卻又鮮少有人以移民問題作為研究主題，遑論針

對移民進行理論建構（Zolberg 1978, 241-42）。此一情況直到

1990 年代末仍未見顯著的改變（Freeman 2001, 526）。事實上，

若以今天全球移民的現象來檢視 Zolberg 將近三十年前所提出

的看法，會發現 Zolberg 對傳統移民研究之限制所提出之質疑

依舊十分貼切。因為政治或經濟因素而「希望能夠」進行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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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的人口數量與「實際」能實現移民願望的人口數量有相當

顯著的差距。而解釋此一差距之因素包括國際、國內（包括移

民輸出以及接收國）之政治結構，而移民接收國對於外來人口

移入之限制—尤其是邊境管制—可被視為是導致「希望移民」

與「實際移民」人數差距最重要的一個因素（Meyers 2000,      

199）。此外，今天所有的移民接收國對於外來移民的接受程度

普遍具有高度選擇性的偏好。移民的原國籍、教育程度、專長、

經濟能力、語言能力等，皆是影響接收國歡迎外來移民與否的

衡量條件。這些選擇性偏好同樣影響著移民的種類數量。對此

Brochman and Hammer（1999）、Freeman（1994; 2001）、Hollifield

（2000）、Massey et al.（1998）、Portes（1997）等學者皆有相

同的觀察，並且呼籲移民研究應該要持續關注「國家」、「政治」

在移民政策以及移民現象中扮演的角色，並提出能夠將「國

家」、「政治」之影響力融合在內的移民理論。5  

然而在強調移民議題的政治及政策面的同時也必須指

出，如諸多學者所強調的，接收國的移民政策雖然深深影響移

民的流量及種類，卻並不能「決定」移民流量及種類。實證資

料在在顯示，接收國政府之政策目標在多數情況下仍無法有效

依接收國政府之偏好而抑制移民現象；此將在文章後半加以詳

述。唯在此可以確立的是，全球經濟及人口結構所導致的移民

供給與移民需求以及接收國政府之限制政策這幾項因素之間

                                                 
5 多位學者不約而同地使用了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來提醒研究移民

之學者對國家角色加以重視。由 Evans、Rueschemeyer、以及 Skocpol（1985）
主編之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一書將社會科學研究之焦點由「社會中心」

（society-centered）之研究途徑轉移到「國家中心」（state-centered）途徑，

引發了政治學界對制度主義廣泛而深入的辯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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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著複雜的互動關係；政治科學所能提供之研究工具以及既

存理論對於全盤瞭解移民現象雖然有極大的幫助、甚至不可或

缺，但是若單獨依賴政治學單一學門的傳統、內涵及訓練來研

究移民問題，則我們對於跨國移民的瞭解亦必然極端侷限、片

面。 

至於少數認知到「國家」、「政治」、或「政策」在移民現

象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學者對於移民政策或是移民現象又

提出了什麼樣的理論呢？在前文對推拉效應的討論中曾經提

及，跨國移民早已不能夠再用「『推』與『拉』兩股力量平衡

後之結果」來描述了。今天推動全球移民流向以及流量的力量

當中，非但來自移民輸出國的「推」力早已遠遠超過了來自移

民接收國的「拉」力，接收國政府的管制政策已形成了極大的

阻擋力量（Massey et al. 1998, 14）。因此要解釋今天的國際移

民現象，「推」力與「拉」力之外，接收國政策的「阻」力早

已成了影響移民現象、數量、種類、組成的一大重要變數了。

在此背景下，政治學者所提出的所謂「移民理論」更精確的說

其實是移民接收國的「移民政策理論」；同時其對於移民之分

析大致圍繞著幾個主題，包括：何以不同接收國對於抵擋移民

有不同強度的阻力？無論阻力的方式、強度為何，接收國移民

政策的共同點為政策目標以及政策結果之間越來越明顯的政

策鴻溝（policy gap），此一鴻溝發生的原因為何？「國家」在

移民政策的制定與執行過程中扮演什麼角色？根據這些認知

到移民議題之政治/政策層面的學者所關注並且意欲回答的問

題來歸納，移民政策理論大致可分為建國史/國家認同論、權利

/規範導向之移民政策理論、利益導向/社會中心之移民政策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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論、重國家角色之移民政策理論、以及綜合理論。以下依此分

類分別就各學說一一加以討論。 

一、移民史以及建國史/國家認同 

不同接收國有不同方式不同強度的阻力，原因何在？ 從

政治社會學的角度看，不同國家會有不同的移民政策實與各國

不同的建國史、國家認同、以及由之而生的公民概念有關。一

般在比較移民政策的研究中，對於接收國形態的分類—例如移

民社會（settler societies）vs. 族群國家（ethnic state）或血緣主

義（jus sanguinis）入籍歸化傳統之國家 vs.屬地主義（jus soli）

入籍歸化傳統之國家—與各國的建國經驗與歷史文化便有必

然的關係（Meyers 2000, 1253-54）。 

Brubaker 以建國史與民族的自我認知來解釋德國與法國

截然不同的公民概念以及移民歸化入籍的相關法律。從表二與

表三之比較對照可以看出，移民在法國歸化入籍遠比移民在德

國歸化入籍要來得容易許多。Brubaker 認為移民接收國對於移

民的態度以及公民權相關的政策與各國在一次大戰以前的歷

史經驗息息相關。法國建國歷程漸進、漫長；而其過程中國家

中心的經驗致使其民族之自我認知較具兼容並蓄特質，相信外

來移民能夠透過同化而成為法國人，因而使得移民第二代能相

對容易地成為法國公民。相反地，德國的建國過程歷時較短，

而過程中充滿了內外衝突，致使其自我認知強調德國為一封閉

的國族，外來移民並不是透過同化過程即能夠成為真正的德國

人的。因此直到九零年代中期德法兩個國籍法進行大規模修訂

之前，法國幾乎是「屬地主義」的代表，而德國則是「血緣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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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的代表（Brubaker 1992）。 

表二：法國移民歸化情形1981-1989 

移民 
來源 

移民人數 
(1982 人口普

查資料) 

居住七年以

上之移民

(1982 資料)

年歸化人數 同族群人

口中歸化

千分比

同族群七年

以上居民歸

化千分比 
阿爾及

利亞 
800,000 700,000 2,787 3.5 4.0 

摩洛哥 430,000 310,000 3,528 8.2 11.4 
突尼 
西亞 

190,000 150,000 1,883 9.9 12.6 

葡萄牙 760,000 680,000 7,145 9.4 10.5 
西班牙 320,000 300,000 5,109 16.0 17.0 
義大利 330,000 310,000 3,644 11.0 11.8 
總額 2,830,000 

(佔移民總數

四分之三) 

2,450,000 24,096 8.5 9.8 

資料來源：Brubaker（1992, 79）。 

表三：德國移民歸化情形1981-1988 

移民 
來源 

移民人數 
(1985 人口普

查資料) 

居住七年以上

之移民(1985
資料) 

年歸化人數 同族群人

口中歸化

千分比

同族群七年

以上居民歸

化千分比 
土耳其 1,400,000 760,000 1,020 0.7 1.3 

南斯 
拉夫 

590,000 450,000 2,194 3.7 4.9 

義大利 530,000 350,000 821 1.5 2.3 
希臘 280,000 220,000 247 0.9 1.2 

西班牙 150,000 130,000 206 1.4 1.6 
總額 2,950,000 

(佔移民總數

三分之二) 

1,930,000 4,489 1.5 2.3 

資料來源：Brubaker（1992,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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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與 Brubaker 的理論直接相關的是各國不同的公民概

念，而非移民管制政策；但是由於移民的入籍歸化一方面正是

體現一國公民概念的主要指標，而移民的入籍歸化也同時反映

出一個國家對於外來移民的態度感受，因此一個國家公民權發

展的歷史、對國家認同問題的辯論軌跡、其所導致的社會對立

等，必然深深影響到其對移民之態度，故而仍是解釋接收國移

民政策不可或缺的因素。多數的移民理論—包括前述從人口、

經濟出發之移民理論以及以下所將討論之酬傭政治的移民政

治理論—是從理性抉擇的觀點來理解移民現象；而 Brubaker

從建國史、國家認同、自我認知的角度來理解接收國公民概念

及移民政策的研究途徑則較具建構主義色彩，著重分析「想法」

（ideas）及「認同」（identity）在偏好形成過程中扮演的角色    

（Meyers 2000, 1251）。例如 Brubaker 雖然不否認國家利益與

移民政策間之直接相關，其理論卻強調不同的文化傳統使不同

國家對於國家利益的定義採取截然不同的判斷及邏輯。移民的

進入對於接收國是利多於弊或是弊多於利？各國獨特的歷史

文化對於其人民及執政者對此問題的判斷有著必然的影響。因

此一個國家採取寬鬆或緊縮的政策並不能簡單看成是經濟、人

口或軍事考量的結果使然。相反的，一國對於移民進入的正面

或負面感受亦需考慮到該國歷史文化、自我認知、以及其建國

過程中對於國家民族的論述（Brubaker 1992, 14-16, 182）。除    

Brubaker 之外，Hollifield（1994; 1999）亦認為法國共和主義

的傳統能夠解釋其至九零年代中期為止相對寬鬆的移民政

策；而 Herbert 以及 Kurthen 則同樣強調德國建國歷程對其今

天的移民政策之重大影響（Herbert 1990; Kurthen 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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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更直接地以歷史研究途徑解釋接收國移民政策的學

者尚包括 Brochmann。Brochmann 指出影響接收國移民政策的

因素極多，包括政黨及工會對移民之態度及影響力等。然而在

眾多因素當中，最普遍、跨越國界地影響著所有接收國移民政

策的因素就是各國歷史上與移民接觸之經驗，以及對待移民之

先例、傳統。這些各國歷史中，在首次接受大量移民時所展現

出之對移民的管制文化（control culture）一方面反映了各國對

人權等價值規範的態度、該國對外在世界的接受程度、以及該

社會對於以經濟景氣與否作為開放移民之根據的認同程度，另

一 方 面 也 影 響 著 該 國 未 來 接 受 移 民 的 態 度 （ Brochmann   

1999a, 16）。同時接收移民時間的早晚亦會影響到接收國對移

民的態度及其管制政策。較晚開始成為移民國家的接收國如義

大利及匈牙利，即使未曾經歷過客工滯留進而成為永久移民的

經驗，仍然在成為移民接收國之初便借鏡有經驗的接收國之政

策模式，直接採行了緊縮的移民政策（Brochmann 1999b, 301）。 

唯歷史文化論對於國與國之間政策的差異雖然毫無疑問

有其解釋效力，但是當不同接收國之移民政策開始普遍由異趨

同時，歷史文化論的限制立刻就顯現出來了。九零年代以來，

不同的移民接收國間同時出現了政策趨緊的現象。此時學者非

但觀察到移民政策緊縮的趨勢，同時亦發現在所有工業先進移

民接收國，即使當政府企圖藉政策工具來抑制移民進入之人數

及速度，這些政策工具卻總達不到令人滿意的效果。換言之，

移民政策之政策目標與實際之政策結果間不僅存在著極大的

鴻溝，同時目標與結果間的差距不斷在更進一步擴大之中   

（Cornelius et al. 1994; Sassen 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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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七零年代中以來，推拉理論中的「拉」力與早期鼓勵

移民的時代比較，已大幅減弱，同時各國緊縮的移民政策早已

形成一股阻擋的力量，但事實上「拉」力卻仍始終存在。九零

年代中期，學者觀察到在移民接收國的主要產業，僱主對於包

括非法移民在內的外來移工的需求持續走強，甚至不會因為失

業率等經濟景氣循環指標的起落而受到影響。在移民的供給方

面，越來越具規模的移民仲介以及移民社會網絡使得移民在接

收國政府緊縮的政策下，仍能源源不絕進入接收國，滿足接收

國僱主的需求。然而此一推拉效應所造成的現象與接收國民眾

以及政府的期望形成了明顯的對比。民眾預期、政策目標、以

及政策結果之間的鴻溝促使接收國之民眾因不斷接收到來自

媒體等各種管道所釋放的「政府無法有效抑制移民進入」的訊

息，導致對移民（包括合法及非法）產生更強烈的反感，政策

目標與政策效果之間距離更加懸殊，造成一種惡性循環     

（Cornelius et al. 1994）。當民眾對於政府管控移民的不滿情緒

達到相當程度時，在選票的壓力下政府往往會訴諸象徵性/作秀

性質的移民管制政策工具或動作。這類政策工具最主要的特點

就是其並不會實質地提昇接收國移民政策的效果。諸如對境內

移民進行自由的限制甚至騷擾、降低其享受社會福利的程度、

加強邊界警力等措施，對於實際縮減移民數量只能夠起杯水車

薪的作用，但是由於這些措施本身能見度高、能賦予政府官員

「鐵腕」、「有魄力」、「有決心有效處理移民問題」的表象，因

此作秀性質的移民管制政策就選票的角度來考量，是必要且有

效的，因此廣受移民接收國政府的歡迎。以美國的經驗來看，

象徵性/作秀性質的移民政策既不會達到嚇阻新移民的效果，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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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法阻止有經驗的舊移民再次進入；這些象徵性緊縮政策實質

的效果並非移民數量的減少，而是在移民的組成的改變。例如

原本藉由合法管道移民者會因為這些鐵腕、作秀性質的移民政

策而棄合法管道、該藉非法管道進入，致使移民在接收國社會

更為脆弱，更易遭到剝削壓榨和排斥，造成更多種族對立等社

會問題（Massey et al. 1998, 288; Guiraudon 2001）。換言之，這

些表面上不具傷害性、甚至享有高度合法性的象徵性/作秀性質

的移民政策實際上卻導致了最不理想的結果；即移民持續進

入，進入後受到甚至較前更差的工作及健康的保障，導致更嚴

重的歧視、摩擦、甚至犯罪問題（Massey et al. 1998, 288）。 

即使當政策制定的本意並非作秀性質，接收國為減低移民

進入而採取的緊縮政策也常導致非預期的反效果。西歐國家  

1973 年起紛紛停止引進客工並且禁止已返回母國的客工再進

入原接收國，這樣的政策卻反而促使原本有意回國的客工，在

面對一旦回國便無法再進入接收國的情況時，選擇後者；甚至

導致更多客工將家人接往團聚，不僅導致接收國移民人口不減

反增，同時移民的性質也急劇由暫時性轉為永久性。此一結果

與政策原意完全背道而馳（Bauböck 1999, 131; Martin and 

Miller 1980; Massey et al. 1998, 289）。類似的情況也在 1980 年

代晚期發生在美國。當美國政府對墨西哥移工的進入採取越來

越緊縮的管制時，美國境內的墨西哥移工便較前更加積極地申

請在美永久居留（Massey and Espinosa 1997）。同樣的，削減

移民所能享受的社會福利未必能夠達到嚇阻移民進入的目

的，反而會刺激大量移民為了能獲得公民所能享受的社會福利

而選擇歸化入籍，而移民一旦取得了公民身份，其配偶、子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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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兄弟姐妹移民美國的機率即大為增加，帶來更多的移民

人口。因此緊縮政策所導致的非預期效果往往與政策原意恰恰

相反 （Fix and Zimmermann 2004）。 

在上述這些政策一再無法滿足預期目標的背景下，移民研

究學者—尤其是政治學者—的注意力紛紛轉向深入瞭解移民

接收國普遍存在的政策失敗的原因。接收國移民政策的「政策

鴻溝」問題於是一時之間成了研究移民的政治學者最為關心的

議題。同時由於政策鴻溝是一無論接收國之接收移民經驗、建

國史、國家認同、自我認知為何，在多數工業先進國家皆逐漸

發生的現象，因此歷史文化論的解釋力也顯得格外有限。 

如前所述，政治學者對人口、經濟的解釋雖不認為其為移

民現象發生之充份條件，卻大體認同其為移民現象發生之必要

條件。然而對這些從經濟、人口角度提出觀察、並且對移民現

象具有解釋力的變數，幾乎沒有一項是接收國政府能夠透過單

方面的政策工具而進行有效控制的，這是導致政策鴻溝發生的

最根本的原因。當移民輸出國以及接收國因為貿易自由化、資

金流動的自由化、以及援外計劃等而關係更為密切時，接收國

政府無法限制本國的商品、文化、資訊進入他國，形成移民的

誘因；無法防止移民輸出國人民在短期內因為國家經濟的快速

發展而更進一步提昇其移民之能力；亦無法防止國內僱主在全

球化競爭壓力下對相對低價之勞工之需求、以及二元勞動市場

的存在。此外對於既存移民發展成為有效社會網絡，扮演橋樑

的角色，進一步鼓勵潛在移民前來的現象，接收國政府同樣沒

有進行干預的正當性以及能力。其結果是，儘管接收國政府制

定出各式各樣限制移民的政策，但無論是巡防邊境、懲罰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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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用移工之僱主、或限制移民權利等政策皆不足以改變移民現

象發生之結構性的問題（Cornelius et al. 1994, 5; Massey et al. 

1998, 287-88; Sassen 1996, 75）。 

上述跨國經濟及人口結構超出了接收國所能掌握的範圍

之外。但是這些外在、結構性的問題就足以解釋政策鴻溝嗎？

以下所要討論之「權利/規範導向」以及「利益導向/社會中心」

的移民政策學說針對移民政策的政策鴻溝問題提出了解釋。 

二、權利/規範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 

從 1945 年開始，經濟景氣循環對於移民流量之影響越來

越不明顯。尤其是自 1960 年以來，經濟景氣對於移民進入量

之影響更是微乎其微。不僅經濟景氣的週期循環對移民影響有

限，同時即使當具有自由主義傳統的西方接收國國內民意對於

移民之接受度有所起伏時，移民的基本權利仍持續獲得越來越

確切的保障，未明顯因經濟或民意而受到影響。1990 年代初期

開始，逐漸有學者指出，經濟景氣以及民意的影響力之所以明

顯減弱，是因為政治或政策的因素早已蓋過或沖淡了經濟景氣

對於移民流量的影響。而影響移民流量的政治及政策因素首推

自由主義傳統為接收國的決策者所加諸的限制（Hollifield      

1992）。這些學者以權利—特別是基本人權—及自由主義傳統

下之道德規範來解釋移民政策，指出因道德規範所啟發之法律

所賦予的權利以及平等觀念對於接收國政府移民政策的制定

形成了一種牽制。由於這些以權利為基礎的自由主義的存在，

才使得許多跨國移民不僅能夠進入接收國，同時能夠在當地長

期居留，甚至享受社會福利。經濟的考量因此顯然不是決定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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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策的充份條件；「市場」因素之外，「權利」這項政治因素

也是解釋移民政策的重要變數之一（Cornelius et al. 1994, 8-10; 

Hollifield 1992; 2000; Hollifield and Zuk 1998）。 

關於自由主義與接收國移民政策決策過程之相互影響關

係，Hollifield 等學者所借重的是 John Ruggie 所提出的所謂「深

嵌的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以及 Peter Gourevitch 所

提之「國內政策之國際根源」（second-image reversed）思維

（Gourevitch 1978; Ruggie 1982）。根據 Ruggie「深嵌的自由主

義」之論述，戰後的國際經濟秩序最大的特色在於，國際政治

中主要的國家皆成功地在國際自由貿易以及國內社會正義二

者之間取得平衡；於是無論在國際或國內層次，自由主義皆深

嵌於社會秩序或制度的設計之中。在瞭解到戰後自由主義瀰漫

的國際氣氛/秩序後，再以 Gourevitch 所提醒我們的國內政策的

國際根源來思考接收國的移民政策，便不難理解何以在移民人

數持續上昇的情況下，政策鴻溝卻不見縮小；因為接收國政府

之政策事實上受到自由主義規範的牽制。雖然在移民這個議題

領域中，類似貿易領域中 GATT/WTO 的國際「建制」（regime）

尚不存在，但是由於自由主義的權利/規範與觀念原則早已深植

於國際的社會秩序之中，這些觀念原則對移民接收國而言已產

生了直接而深刻的影響（Cornelius et al. 1994, 31; Hollifield 

1992）。 

更具體地說，接收國的移民政策受到雙重的牽制。在國際

層次，接收國的移民政策受制於如聯合國公約、日內瓦公約等

人權規範，同時亦受到國際人權團體的監督。特別在冷戰時

期，自由世界的價值觀—包括對自由貿易、民主制度的支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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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反共的立場、重視人權的價值觀—對於接收國移民政策的決

策者而言同樣具有限制其移民政策選項的作用。在國內層次，

六○年代美國民權運動對於西方接收國境內弱勢/少數族群基

本權利的萌芽具有啟發作用。由於此一運動重新定義了「個人」

與「國家」的關係、重新檢視了「人」的價值，因此這些基本

權利自然而然進一步從少數族群擴及至外來移民，從根本上改

變了接收國對移民的態度及政策。在此過程中，以個人權利為

本的論述、團體—特別是以種族/族群為基礎的利益、遊說團

體—對政府開始有了牽制的作用，使其無法為所欲為。此外立

法機關、政黨亦逐漸將以權利為基礎的自由主義內化為其原

則、固有價值（Cornelius et al. 1994, 9; Hollifield 1992; 1994）。

更重要的是接收國法院在保障移民權利問題上扮演了重要的

角色。當接收國移民政策悖離了自由主義傳統時，法院往往藉

著判決挑戰政府緊縮的移民政策、確保移民的基本權利      

（Brochmann and Hammer 1999, 4; Cornelius et al. 1994, 9; 

Joppke 1997; 1998; 1999; Sassen 1996, 67-68）。當然自由主義之

規範對接收國移民政策之影響並非絕對的，因為接收國政府仍

然會因為國內外種種壓力而緊縮移民政策。然而 Hollifield 以

法國為例，指出即使到九零年代末期，在右派政府主張緊縮移

民各項社會福利、甚至進一步大幅修改國籍法、抬高外來移民

歸化入籍的門檻時，自由主義與共和主義的傳統仍然形成了一

種無形的壓力，致使右派反移民的力量受到相當的制衡       

（Hollifield 1999, 91-93）。 

同樣強調權力、規範對於移民政策之影響，但又同時強調

全球化的重要性的學者包括 Sassen、Soysal 以及 Jacob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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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ssen 認為國家主權已因受到經濟全球化的挑戰而日益減

弱。在全球化的浪潮下，無論是個人、跨國公司、或是以其他

形式存在的跨國組織團體往往能成功地擺脫國家對他們跨越

國界的干涉、管控。因此資金與商品的跨國移動使國家對資金

商品的管理能力大幅被削弱；而大量的跨國移民與難民則更進

一步地促使了國家主權受到人權價值、規範的挑戰。在此過程

中，由國家排他性掌控的公民權重要性漸減，而跨國的人權規

範則重要性漸增。國際人權建制的出現事實上是國家努力推動

的結果；而西方國家也致力於將此國際建制的規範在國內政治

加以內化、制度化；唯其結果是根本轉化了國家及其主權。受

到這些國際人權規範—特別是有關移工及其家眷權益、遣返、

難民問題—之影響和束縛，國家在制定移民政策時等於是捨棄

了一部份的主權。（Sassen 1996, 60, 67）。 

表四：民族國家與後民族國家會員概念之比較 

 民族國家下之 

公民概念 

後民族國家下之 

會員概念 

時期 19-20 世紀中期 戰後 

領域 以民族國家之疆

界為界 

流動之疆界 

「會員」與「領土」一致性 完全一致 不一致 

權利 單一之身份 多重身份 

會員基礎 國家(公民權) 個人(人權) 

合法性來源 民族國家 跨國社群 

會員組織 民族國家 民族國家 

資料來源：Soysal（1994, 1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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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地，Soysal 以及 Jacobson 亦認為，隨著「民族國家」

之顯著性受到全球化蔓延的影響而逐漸下降，民族國家下之

「公民」身份之重要性同樣在隨之遞減（表四）。移民接收國

對於移民的流入（無論是合法或非法）喪失了有效的阻擋能

力，被視為是支撐此一觀點之重要證據；而政府相關能力弱化

的一個主要原因又可歸因於全球性人權論述的瀰漫及其規範

效果（Jacobson 1997; Soysal 1994）。Soysal 指出，法國大革命

確立了「民族國家」為最重要的政治組織，而此一政治組織之

會員即以「公民」形式存在。公民應享的自由、平等權利之來

源是國家：個人之所以得享權利，是因為其為一國之公民。「個

人」（individual）的權利是在國家的環境中存在的—沒有了國

家，公民權利便不保；個人的種種權利亦即隨之消失（Soysal 

1994, 17 ）。 戰 後 隨 著 殖 民 地 的 一 一 獨 立 、「 自 決 」

（self-determination）以及國與國之間之平等觀念的出現和普

及，「人權」在歐洲逐漸成為普遍被接受的價值，形成後殖民

時代對「個人權利」的強調。這些對個人權利的理解和論述明

顯沖淡了「公民」的重要性。換言之，凌駕在國家主權之上，

還有一個人本的權利體系存在（O’Leary and Tiilikainen 1998, 

2）。於是新的，不同於以往純粹民族國家下之公民概念的「會

員制度」（membership）概念逐漸呈現。這種觀念的改變一方

面可從國家責任之向外延伸看出（包括援外發展計劃、難民收

容、協助他國進行民主化改革…等行為）；另一方面，這種新

的對個人權利的理解亦可從女權、同性戀者之平等權利、環保

意識的抬頭，以及移民權利等方面看出（Jacobson 1997, 8-9; 

Soysal 1994, 1, 41-42）。在移民議題方面，客工（guestwork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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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留下來了的事實逐漸被地主國政府人民所接受，此與上

述新價值觀、新論述合併的結果乃權利（尤其是社會權）進一

步擴及了移民。在外來移民以不同形式被融入當地社會的結構

之中的同時，地主國的國家政策、政府預算與支出、社會福利、

教育制度、工會活動…皆必須將外來移民的需求納入考量；而

這之中許多移民在戰後所能享受的權利在戰前是屬於公民所

獨享的。這些新賦予的權利，一部份源自「個人」，一部份也

是源自於「居民」（residency）身份（Jacobson 1997, 8-9; Soysal 

1994, 3, 27）。由於這些跨國的人權論述對西歐各國政府形成了

規範的作用（norm diffusion），因此外來移民受到的最低待遇

在不同國家逐漸發生了被標準化的現象。雖然舊的「會員」概

念（即公民）仍然持續存在，但各國政府為因應外來移民以及

國際論述之壓力所採取的新的作法，確實導致疆界與公民的意

義逐漸被稀釋、沖淡（Soysal 1994, 36）。 

三、利益導向/社會中心之移民政策理論 

上述權利/規範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企圖解釋「政策目標」

與「政策結果」之間的差距。而本節所要介紹的利益導向的移

民政策理論則在此一政策鴻溝之外，也同時檢視「民眾預期」

與「政策目標」之間的預期差距。完全將焦點置於「政策鴻溝」

之上是忽略了「政治」在政策制定過程中的角色。政策鴻溝論

述天真地假設所謂的政策目標、政策輸出、政策結果皆是能夠

明確定義的，並且天真地假設公共政策是一群客觀且中立無私

的立法者立法的結果。在現實世界中，公共政策實際上往往並

非中立的立法者客觀地試圖解決問題的結果，而是來自各方的



 
 
 236 《台灣政治學刊》‧第十卷第二期‧2006/12‧〈研究紀要〉 

行為者，依其意識形態及利益計算進行競爭角力的結果      

（Guiraudon and Joppke 2001, 3-4）。 

利益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以接收國國內社會行為者之利

益競爭來解釋接收國之移民政策，及其與民眾預期之間的差

距。這些學者發現，移民接收國有關移民進入之流量控制的立

法之所以不易得到預期的效果，乃是因為越是開放多元的社

會，其移民相關的法律無論是在制定或是執行階段就越容易遭

遇政治經濟等因素的干擾，導致移民政策效果不彰。在多元社

會中，來自不同產業、階級、族群、政治訴求的行為者，對移

民有不同的需求或抗拒力；在各方角力的情況下，即使立法機

構能夠掙脫僵局、制定出具體的移民政策，到了政策執行階

段，相關的行政官僚體系卻仍然會遭遇到來自不同利益背景之

行為者的壓力，導致政策效果打折。對於移民輸出國的潛在移

民而言，接收國政策制定以及執行階段的模糊搖擺所散發的是

「政策的阻力是可以被克服」的訊息，間接造成鼓勵移民前往

的效果，再次加強前文所描述的「接收國政策導致鼓勵移民進

入之效果」的現象。 

Freeman 參考 James Q. Wilson（1980）對公共政策的分類

而指出，在移民接收國，如果承擔移民進入的成本的一方與受

益的一方利益皆十分具體明確，則兩方都會有具代表性的利益

團體出現。承擔成本的一方會要求緊縮移民政策，而受益的一

方則會要求維持現狀、甚或擴大移民的進入。如果執政者對其

中任何一方有高度依賴的關係，那麼政策便會明顯受到這些利

益團體遊說的影響。如果受益的一方在移民問題上有明確具體

的利益，但是承擔成本的一方利益分散而不明確時，則即使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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數量而言，成本承擔者多於受益者，卻將因為其組織動員之動

機較受益者弱，而致對移民政策制定發揮不了有效影響。6 

根據上述假設，Freeman 指出，根據實際的觀察，對於大

多數移民接收國而言，移民所帶來的利益是集中的，而成本卻

是分散的（concentrated benefits and diffuse costs）導致能因移

民的進入而受益的國內行為者無論是從動機或資源來看，其透

過遊說等政治手段來影響決策結果的能力都遠遠超出反對移

民進入的行為者。（Freeman 1995, 885）。從理性抉擇的角度來

看，對於享受利益者而言（例如勞力密集產業之僱主、現存移

民族群社團等），依賴集體行動影響政策輸出不僅值得、同時

有其必要。對於承擔成本者而言，即使民調顯示選民希望有緊

縮的移民政策，但對於一般民眾來說，移民議題畢竟尚未重要

到值得花費時間精神及金錢積極尋求移民相關資訊、甚至將共

同利益加以組織，藉集體的力量來影響政策之制定。而最主要

之成本承擔者—即與移民競爭工作之本國勞工—卻同時也是

移民接收社會當中最沒有資源進行遊說、影響決策的一群人。

除此之外，移民為支持移民的團體所帶來的利益是即刻的，但

是對於會反對移民者所帶來的負面印象卻與移民到達的時間

有一定的時間差（Freeman 1995, 883）。這些因素交互作用之結

果乃是：受益集中並且積極動員的團體對於制定移民政策的政

府官員以及尋求連任之立法部門所能產生之影響，遠較承擔成

本但缺乏動員動機及能力之移民成本承擔者要大。移民政策制

定的模式因此可說是「酬傭政治」（client politics）的模式，其

                                                 
6 雖然 Freeman 在其著作中並未曾引述 Olson，但其理論背後的邏輯似乎正

是 Olson（1971）的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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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決策者與能夠因移民而獲益者之間存在著利益交換的關

係，二者的互動並且是在非公開、遠離公眾檢驗的情況下進行

（Freeman 1995, 886）。而在多元主義社會中，各政黨彼此間會

儘量避免在移民這個敏感的問題上正面、公開衝突，因此雖然

彼此間會就移民的邊陲問題對抗，但對於必須要有源源不絕的

移民供給以及維持一定程度的寬鬆和彈性則具有廣泛共識

（Freeman 1995; Freeman and Birrell 2001, 525）。 

此一利益導向的移民理論在所有接收移民的西方民主國

家皆能經得起實證的檢驗。Freeman（1995）將接收移民的西

方民主國家區分為三組：英語系移民國家、歐洲後殖民及引用

客工之國家、以及新移民國家。所謂英語系移民國家包括加拿

大、澳洲、紐西蘭、美國。在這組國家，過去二十多年中，即

使在高失業率的背景之下民意傾向維持、甚至降低移民的流

入，政府卻仍舊持續增加移民流入之數量。前述民意在移民相

關議題上的分散以及缺乏動員的動機一方面精確描述了這些

國家內部實際的狀況，一方面也能夠解釋民眾預期與政策目標

之間的差異。相對地，極力遊說政府採較開放之移民政策的團

體皆為對於移民之進入有密集的利益之團體（包括僱主、人權

團體、以及族群團體）。對於決策者而言，來自這些團體的壓

力立即而明確；相反地，來自所謂民意的壓力則是分散而又模

糊（Freeman 1995）。 

第二組所謂的歐洲後殖民及引用客工之國家包括了英

國、法國、德國、比利時、荷蘭、瑞典、瑞士。對這組國家而

言，移民的大量進入並非如第一組國家，是「建國」的一部份，

而往往是先前殖民以及戰後客工制度所遺留下的非預期的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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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因此在這組國家當中，民眾與政府對於移民的接受度皆遠

低於第一組移民國家。然而即使是在這組以前殖民地以及客工

為主要移民來源的國家，移民政治反映的仍然是多元社會中利

益結構的關係。由政治精英及以僱主為主的利益團體所主導的

移民政策自始對移民即持相對友善的態度，而缺乏組織動員能

力的一般大眾面對著重情況也只能默許。就連 1970 年代中期

客工引進的終止都是未經公開辯論的結果；即使在國會中都並

未對如此重大的政策轉變進行討論，而依然是由精英與利益團

體持續主導（Freeman 1995）。 

最後一組所謂的新移民國家包括了葡萄牙、西班牙、義大

利與希臘。由於移民大量進入的現象是發生在七零年代中、八

零年代初、經濟快速發展之後的結果。這些南歐國家在面對移

民問題時的一個共通點是其對移民現象的不熟悉以及政策制

定上經驗的缺乏。同時與前述舊移民國家一樣，一般民眾對於

移民政策的態度以及偏好並不在政策制定過程中扮演任何角

色、發揮任何影響。一項 1989 年的民調顯示，在義大利雖然

有高達百分之八十五的民眾對移民流入採負面或保留的態

度，但是義大利政府八零年代的移民政策仍然迎合工商業的偏

好，採相對正面、歡迎的基調（Freeman 1995）。 

四、從國家角色分析移民政策：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利益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是一社會中心的理論。「國家」

在此只是一個各方利益相競逐的場域；國家本身在此多元社會

中是中立的（Meyers 2000, 1257）。此一將「政治」簡化為經濟



 
 
 240 《台灣政治學刊》‧第十卷第二期‧2006/12‧〈研究紀要〉 

利益的研究途徑可說是利益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之一大弱

點。表面上這是以政治解釋移民，但是 Hollifield 認為，利益

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其實是一種經濟決定論，其對移民的解釋

又回歸到了與推拉理論無異的「經濟利益決定一切」的邏輯；

經濟以外的能夠影響移民的重要政治因素皆被此理論排除在

外。由於「國家」在此理論中除了客觀反映社會中不同利益競

爭之結果外，並無其他功能；因此雖然政策輸出與意識形態、

政治制度等有極大相關性，但這些潛在解釋移民的因素卻被利

益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所輕忽。事實上意識形態、政治制度等

因素往往會改變純市場經濟運作中之利益計算，因此行為者的

偏好未必能單單取決於經濟利益。同時純粹從理性抉擇、利益

分配的角度分析移民政策的研究途徑是全然忽略了 Zolberg 以

及 Bauböck 所強調的，移民政策一方面反映了國家認同、另一

方面又反映了國家利益；當國家認同與國家利益相矛盾時，移

民政策便必然反映一國政府以及人民經過對二者權衡取捨、掙

扎角力後的結果；而這也是為什麼接收國移民政策本身往往充

滿了矛盾。所謂外來移工是接收國「既想要卻又不歡迎的」  

（wanted but not welcome）正說明了國家認同與國家利益間的

矛盾（Bauböck 1999; Zolberg 1987）。簡言之，利益導向的移民

政策理論完全依賴理性抉擇的研究途徑，從利益分配的角度分

析移民政策，此固然掌握了理論的簡捷性（parsimony），卻犧

牲了對移民與政治之間複雜關連的掌握（Hollifield 2000,  

145）。 

然而社會中心論的利益導向之移民政策理論之外，即使是

權利/規範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亦未直接剖析「國家」在制定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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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策時的運作及動力。如果說利益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只著

重社會而忽視了國家，那麼權利/規範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則是

雖然重視國家，卻只將焦點集中在國家所受到的來自外在規範

的牽制，而未就國家制定政策時的自主性加以分析。在此背景

下，近年來，研究移民問題的政治學者紛紛強調移民研究必須

要開始「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在針對國家角色進行進一步討論之前，首先必須強調多數

學者對於國家的瞭解是其並非一單一行為者；同時即使當學者

觀察到國家享有相當程度的自主性，移民政策仍然終究是國家

與社會交互作用的結果。Zolberg 與 Bauböck 所強調的國家認

同以及國家利益在移民政策決策過程中所同時扮演的重要角

色事實上正凸顯了國家與社會彼此相互影響、並且交互影響政

策結果的複雜情況。同時就如同國家認同與國家利益沒有一定

的標準與定義，對於前述「政策鴻溝」的論述，Guiraudon &       

Joppke（2001, 11）也提出了他們的質疑：所謂的「政策目標」

該如何界定？甚至於連所謂的「政策輸出」或「政策結果」皆

難有明確清楚的定義。但是這些質疑所欲凸顯的是國家社會互

動時的複雜性，並非否定國家社會概念的重要性。因此早期曾

經從國家角色來分析移民政策的學者即指出，雖然國家並不是

單一的；機構與機構之間往往存在著矛盾衝突，但是國家終究

有其獨立於社會的偏好與自主性，並且與社會同時交互影響著

移民政策（Calavita 1992; Simmons and Keohane 1992; Whitaker 

1987）。 

Freeman & Birrell 認為「國家」在移民政策中扮演了雙重

角色。一方面，國家是具有自主偏好的「行為者」（actor），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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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 一 方 面 ， 國 家 也 同 時 扮 演 性 質 中 立 的 政 策 「 框 架 」         

（framework）的角色。作為行為者，國家有其自主性，是會

追求不同於社會中之行為者的偏好的，無論這些社會中之行為

者的利益根基是物質的報酬或是無形的權利保障。而公共政策

的形成要有一定的程序，並且是在一定制度中進行；國家作為

一個政策框架，代表的就是這些程序和制度。Freeman 以及     

Birrell 的分析是在結合了利益導向以及權利/規範導向的分析

之後，又進一步考慮進特定國家之制度環境，及因之而生之對

輕重緩急的偏好取捨（Freeman and Birrell 2001, 528）。對        

Freeman & Birrell 而言，利益導向與權利/規範導向理論對移民

政策所提出之解釋仍然是有效的，只是這些理論並不能充份解

釋不同國家不同的移民政策。要解釋不同國家不同的移民政策

尚須考慮到，利益、權利與規範這些因素的影響力並非絕對，

而是端賴「國家」角色的強弱而定。 

如前所述，利益導向以及權利/規範導向的移民政策出現的

背景是不同國家移民政策的趨同，導致學者質疑歷史、文化、

認同對接收國移民政策的解釋效力。到了二十一世紀初，在移

民社會接收國（settler societies），移民政策卻又再由同趨異。

Freeman & Birrell 對於九零年代以來，同是移民社會的澳洲以

及美國卻有迥異的移民政策趨勢的現象提出解釋。他們認為，

要解釋何以澳洲移民政策趨緊而美國政策卻持續保持寬鬆，在

利益、權利以及規範的因素之外，尚須從國家制度面去瞭解不

同國家不同的移民政策趨向。澳洲與美國在政治制度上（包括

立法、司法、行政、選舉制度以及政黨體系）的差異皆深深影

響到利益、權利、規範對於兩國最終移民政策輸出所能發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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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由於在移民議題上，澳洲「國家」的角色較美國相對而

言要強，因此從政策目標的設定、到制定及執行，國家皆能夠

堅持其偏好將政策貫徹到底。相反的，在「國家」角色較弱的

美國，移民政策從政策目標到立法階段到執行階段，中間各個

環節皆可能因來自社會的—無論是以利益或權利規範為基礎

的—壓力而致政策轉彎（Freeman 2001; Freeman and Birrell 

2001）。在澳洲，「國家」所扮演的強勢角色並非是在政策緊縮

時才會顯現；在九零年代以前，移民政策寬鬆的時期，國家同

樣扮演了主動而重要的角色。根據 Birrell，澳洲移民局從未只

是被動地執行政策。相反的，移民局非常主動、有計劃的就澳

洲需要大量外來人口的觀念進行宣導，積極教育民眾（Birrell   

1981）。 

Bauböck 以及 Guiraudon & Joppke 同樣指出，一國的經濟

發展、法律傳統、以及政治制度對於接收國移民政策皆有顯著

的影響，而其中接收國政治制度的安排又能左右其他因素的重

要性。例如在瑞士，直接民主往往導致反移民情緒快速被反映

到政策之中。而在英國，由於地方選民的意見會快速被國會吸

收，因此也導致與瑞士類似的效果。相反的，在統合主義盛行

的北歐國家，移民較不容易被泛政治化。在德國，自主性極高

並且擁有廣泛審議權的法院使得移民所享之社會權得到確

立。在奧地利，永久中立國的地位及其對社會夥伴的重視同樣

限縮了移民政策的選項。至於在美國，上述利益導向之移民政

策理論所凸顯的強有力的族群以及商業遊說則深深影響著其

移民政策（Bauböck 1999; Guiraudon and Joppke 2001, 10-11）。 

然而即使認知到了 Freeman & Birrell 以及 Guiraud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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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ppke 所強調的經濟（市場）、政治（國家）、法律（規範）三

方面因素對於決定移民政策之重要性，我們仍難捕捉「國家」

本身不固定的統一程度、其與「社會」以及「國際」的分野與

關係的複雜程度。Guiraudon 觀察到近年來移民接收國移民政

策的共同點之一是移民政策「去國家化」（de-nationalization）

的趨勢；在移民政策的執行上，國家授權非國家機構來貫徹政

策的現象已經越來越普遍。此一現象使得國家與社會、國內與

國際的分野更加模糊不清，並且凸顯出移民理論若是陷入「國

家主權」對「國際牽制」的辯論，便是過度窄化移民議題的影

響範圍，同時也過度簡化問題的複雜性。Guiraudon 以「代理

人理論」（Principal-Agent Model）分析國家授權非國家機構貫

徹移民政策的現象，指出這種去國家化的授權基本上分為三

類：向上授權予超國家組織、向下授權予地方、向外授權予私

人機構。向上授權予超國家組織最顯著的例子就是歐盟整合移

民政策的經驗了。歐盟會員國在申根以及今天歐盟條約中移民

相關規定的發展過程中，一步步將決策權從國家上移至歐盟，

造成移民議題的「歐洲化」，同時也是移民問題的去國家化。

至於決策或執行權向下授權予地方的例子，在聯邦制的國家，

地方政府長久以來即在部份移民議題上享有自主權；但八零年

代以來，即使在法國、荷蘭這些非聯邦制國家，由地方政府來

決定並執行部份移民政策（例如取締或遏制所謂的「假結婚」

等）亦漸成趨勢。除了向上授權與向下授權，移民政策執行權

亦有向外授權至私人機構的趨勢；這些機構包括僱用外來移民

之僱主、載運外來移民的航空公司等。甚至連機場的移民相關

檢查及羈留作業都有「外包」給私人機構的情況（Guiraudon 



 
 

            
 

                                 政治學與移民理論 245 

2001）。 

五、移民研究與國際關係 

上述的討論分析包含了政治學者利用公共行政（如有關政

策鴻溝的討論）與比較政治（如有關建國史、國家角色的探討）

等政治學次學門所提供之研究工具來對複雜的移民議題進行

瞭解。雖然跨國移民由於其跨越國界的本質，與國際政治自然

有密切關係，因此國際關係理論似乎理應對移民議題有其貢

獻，然而卻有多位移民學者認為國際關係理論對移民問題的貢

獻 十 分 有 限 （ Heisler 1992; Hollifield 2000; Meyers 2000, 

1247）。一方面，冷戰使國際關係理論完全以「high politics」

為中心，移民問題因此對國際關係學者而言，極度邊陲。即使

當冷戰進入了低盪時期，在國際貿易、跨國投資、多國企業等

眾多議題的排擠之下，移民依然無法成為國際關係學者關注的

議題（Hollifield 2000, 152-53）。另一方面，主流的國際關係理

論本身所著重的若非國與國之間的權力關係（如新現實主義）

即是經濟利益的關係（如新自由制度主義）。這些在九零年代

主導國際關係相關之理論論戰的學說因此難以直接適用於跨

國移民議題（Heisler 1992, 599-600）。然而事實上，將主流國

際關係理論用於移民議題已逐漸成為一種趨勢。Myron Weiner

（1993; 1995）以現實主義的研究途徑來分析跨國移民問題，

指出跨國移民是導致國際政治動蕩不安之極重要的潛在因

素。由於其所關注的焦點是移民對於國際安全的影響，與本文

所討論之以解釋移民現象及移民政策為目標的移民理論並不

相同，因此文章並未就 Weiner 之著作進行討論分析；唯在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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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移民研究與國際關係理論之關連時，Weiner 之著作開啟了將

移民議題「安全化」（securitization）的討論，是進行相關研究

不可或缺的參考著作。在美國遭受了九一一恐怖攻擊之後，移

民議題的安全化也自然而然更受到政治學者的重視（Faist 2003; 

Guild and van Selm 2005）。 

而即使我們關注的焦點並非移民對於國際安全的影響，而

是本文所探討的以解釋移民現象及移民政策為目標的移民理

論，從本文對移民研究之轉折、發展脈絡的分析來看，我們同

樣會發現，國際關係理論對移民研究之貢獻實際上是不亞於比

較政治與公共行政的。研究移民的學者之間的理論對話與政治

學者之間的理論對話大致平行。此基本上是重視行為者個人利

益計算之「理性抉擇」與重視規則、規範、制度的「制度主義」

間之對話。Heisler 在 1992 年曾提到，制度主義雖然在政治、

社會學門已發展出相當成熟的理論，同時儘管移民議題與具體

或抽象的制度有著明顯而直接的相關性，制度主義卻未曾為研

究移民之學者所重視（Heisler 1992, 600-01）；然而近年來此一

情況已有顯著改變。本文所討論的政治學者提出之移民理論多

數建立在制度主義的基礎之上，無論是 Hollifield 等學者用國

際關係學者所熟悉之深嵌的自由主義以及國內政策之國際根

源來分析規範對於政府的牽制，或是 Freeman 等學者用比較政

治學者所熟悉之國家角色來分析移民，二者皆深受制度主義思

維之影響。至於從建國史/國家認同角度分析移民議題之途徑著

重想法與認同在偏好形成過程中扮演之角色，則更是具有建構

式制度主義（constructivist institutionalism）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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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結論及未來研究方向 

無論移民研究晚近之發展是受到政治學中哪些次學門、哪

些學說的影響，具政治學背景之研究移民之學者對於國家、制

度、政策層面的重視已為移民研究開創了新的思維。本文對於

移民研究發展之轉折、脈絡；不同理論發展之背景、邏輯做了

一連貫之描述與分析，並且在移民研究領域晚近「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的聲浪背景中探討政治學者截至目前為止在移

民議題上所累積之貢獻。長久以來，對於所謂「移民理論」的

建構是屬於經濟、人口、及社會學者的研究範圍。這些學者所

欲回答的問題主要包括「移民現象為何會發生」、「人們為什麼

選擇移民」、「如何解釋移民流量的起伏」等；而其所提出之解

釋也很自然地限於人口、經濟、社會的解釋。當政治學者開始

注意到移民議題時，移民現象的政治層面自然成為其所關注之

焦點；於是除了上述人口、經濟學者所努力解答的問題之外，

政治學者亦企圖回答「移民政策對於移民現象是否有決定性的

影響」、「移民政策如何影響移民流量」、「移民政策是哪些因素

交互作用之產物」等問題。從本文對於移民研究發展之轉折、

脈絡的分析不難看出，跨國移民絕不是單靠政治學理論或研究

工具即可解釋的現象；然而少了從政治層面對移民議題所提出

之分析、見解，則對跨國移民的現象、流量所提出之種種純粹

經濟、人口、社會之解釋卻同樣是不可能令人滿意的。 

此一現象在台灣的移民研究領域亦然。過去十年中，台灣

學者對於移民研究已累積了相當貢獻。馬財專探討外籍勞工對

台灣勞動市場結構及勞工政策的影響，指出全球資本及勞動力

移動造成國家機器選擇性的介入，抑制了市民社會中多元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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萌生的成長空間，不利於台灣整體勞動政策的發展與勞動環境

的改善（馬財專 2001）。曾嬿芬透過對台灣外勞政策制定過程

之分析，指出國族主義在台灣外勞政策制定過程中所扮演的角

色。外勞政策制定的過程事實上可以用來理解台灣國族主義的

內涵，因其反映了與國族相關之意識形態間之政治角力以及

「我群」vs.「他群」界定問題之辯論（曾嬿芬 2004）。藍佩嘉

以移工的招募過程以及移工到達台灣後之待遇與經驗為實證

資料，對於台灣人對待外來移工時種族化、他者化、移工與僱

主間社會空間的界定、主僕關係的發展、移工之被政治邊緣化

等現象提出細微的觀察（藍佩嘉  2005; Lan 2003a; 2003b;     

2003c）。夏曉鵑探討台灣的「外籍新娘」現象，指出商品化跨

國婚姻乃資本主義發展下的副產品；國際分工具體化為不平等

的人際關係（夏曉鵑 2000）。同時透過對媒體報導的分析探討

媒體在台灣「外籍新娘」不公平地被定位為社會問題過程中所

扮演的角色（夏曉鵑 2001）。趙彥寧針對大陸配偶在台灣所受

到的惡質對待探討國境管理、資本主義社福體系與種族歧視間

的建構關係，指出以戶籍制度為基礎的社福分配強化了既存的

階級分野（趙彥寧 2005）。這些論著為台灣的移民研究奠定了

實證資料十分豐富的基礎。而這些學者的共同點即其皆為社會

學者，其研究途徑自然也同樣是偏重社會學之研究途徑。 

一如政治因素在國外移民研究中已越來越受到重視，從政

治學角度切入的移民研究在國內亦具有極大的發展空間、潛

力、甚至需要。舉例而言，台灣目前外籍移工的組成在極大程

度上正是當初開放外籍移工決策時政治因素考量的結果。即使

大陸勞工在語言文化上可能對台灣僱主而言最為適切，但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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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政治考量，台灣政府反而不考慮開放陸勞，而寧願選擇有語

言文化隔閡的東南亞移工（Lu 2000）。兩岸的對立不僅在台灣

外籍移工政策決策考量中扮演關鍵角色，同時兩岸的政經關係

更是以移民的角度來研究大陸台商所必需列入考量的一項政

治因素。在上述移民現象的政治層面的討論中，無論是建國

史、國家認同、權利/規範導向的移民政策理論、利益導向/社

會中心之移民政策理論、抑或是從國家角色分析移民政策的途

徑，皆是研究大陸台商以及對大陸台商政策進行解析時極具參

考價值的理論，已為台灣學者未來對移民研究進一步的貢獻鋪

陳出可觀之基礎。 

 
（收件：2005 年 10 月 4 日，最後修正寄回：2006 年 5 月 23 日，接

受：2006 年 6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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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theories about migration has long been the goal 
of scholars from the disciplines of economics, demography, and 
sociology. Theories aimed at explaining ‘why the phenomena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occur,’ ‘why individuals make the choice of 
migrating,’ and ‘why the flows of migration fluctuate the way they do’ 
have tremendously improved our understanding of migration. The 
political and policy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however, had 
largely been neglected until political scientists turned their attention to 
migration studies more recently. The questio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re 
interested in include ‘if and how migration policies affect the flow of 
migration’ and ‘what factors contribute to migration policy output.’ 
Against the background of the recent call to ‘bring the state back in’ in 
migration studies, this article delineates the development of migration 
studies within different disciplines and assesses the contributions by 
political scientist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migration theories. 

Keywords: migration theory, political scienc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theory construction. 

 
 


